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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河流生态修复工作发展迅速，近年来已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但从宏观战略方面，仍然缺乏河流生

态修复方面的专项顶层设计来指导具体工作。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和分析，提出了河流生态修复顶

层设计思路，包括生态现状评价与胁迫因子识别、生态修复基点和修复目标确定、生态修复规划制定、生态修复

措施实施、修复后适宜性管理与技术推广等关键技术流程，并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详细阐述了其中的

技术要点和实施建议。该成果可为今后河流生态修复规划、修复工程实践以及修复后管理等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

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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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与河流的关系已逐渐从原始自然阶段、河流工程控制阶段，发展到了河流污染治理阶段和

河流生态系统综合修复阶段［1］。随着人们生态环保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学者、工程师、管理者乃至

社会公众都开始关注受损河流的治理与生态修复问题［2-5］。近些年来，全国各地也在积极践行“生态保

护与绿色发展”理念，开展受损河流的治理与修复工作［6-8］。但目前相关工作多集中于针对某一具体河

流或河段的修复工程实例［9］，缺乏对河流生态修复理念、目标和方法的系统归纳与梳理，更无可供复

制与推广的生态修复模式和技术流程。因此，从长远角度考虑，只有在河流生态修复方面做好顶层

设计，对河流治理与修复进行科学规划和统筹安排，才能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头疼医脚”

式的盲目治理，分阶段逐步恢复河流至近自然状态。本文从宏观战略角度，探讨受损河流生态修复

的顶层设计思路和关键技术流程，以期为河流的生态保护、修复和适应性管理等工作提供借鉴。

1 国内外河流生态修复的实践概况和发展历程

河流生态修复是通过适度人工干预，促进河流生态系统恢复到较为自然状态，即修复受损河流

的物理、生物和生态过程，使其较目前状态更加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同时提高河流生态系统价

值和生物多样性［10］。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意识到人类活动对河流生态系统造成的

损害，陆续开展河流生态修复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1965年，德国 Ernst Bittmann在莱茵河

用芦苇和柳树进行了生态护岸实验，实现了对河流结构的修复，可以看成是最早的河流生态修复

实践［11］。1960年代起，欧洲多国开始实施有效的污染控制，欧洲河流水质得以明显改善，但河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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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息地质量、生物多样性状况依然不容乐观［12］。1972年，美国颁布“清洁水法”，有效控制了河流的

点源污染问题。然而，单纯的水质污染治理并不能有效再造生物栖息环境、恢复生物多样性［5］，于是

人们重新审视传统的河流管理技术。1980年代，德国、瑞士等国提出了“重新自然化”概念，将河流

修复到接近自然的程度［13］。自此，欧洲开始兴起河道复原工程，即将原有裁弯取直河道通过堵直复

弯恢复成弯曲自然河道。1990年代，美国拆除废旧堰坝恢复河流生态的工作得到空前展开，1999—
2003年期间，就已拆除位于小支流上的病险水坝 168座，拆坝后大多数河流生态环境得以恢复，尤

其是鱼类洄游通道和生存环境得到改善［14］。早期河流生态修复的实践活动主要集中在单一河流，以

及河流水质、结构形态或连通性等单一方面的修复。随着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逐渐深入，河流生

态修复已从单纯的结构性修复发展到整个系统结构、功能与动力学过程的综合修复［15］，生态修复的

范围也从河道本身向河漫滩、河岸带延伸［16］，生态修复的尺度则从局部河段和单一河流，扩展到河

流廊道和整个流域［17］。例如，莱茵河保护国际委员会（ICPR）提出的“莱茵河行动计划”，该计划在流

域生态修复思想的指导下，莱茵河沿线各国投入数百亿美元用于治污和生态系统重建，采取了包括

建设污水处理厂、改善河道水体水质、建设人工湿地、恢复沿河植被、增建鱼道或改建鱼道、清除

河道中妨碍鱼类上溯的建筑物、保护鱼类产卵场、引入大西洋鲑鱼种和为洄游鱼类制定专门的调度

方案等多种技术手段［18-19］，经过多年行之有效的综合生态修复，2000 年莱茵河全面实现了预定目

标，沿河植被茂密、湿地发育、水质清澈，鲑鱼等鱼类、鸟类和两栖动物重返莱茵河，成为河流生

态修复的典型成功案例。目前，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启动长期河流生态修复规划，例如美国已经开始

推进基西米河、密西西比河、伊利诺伊河、凯斯密河和密苏里河等流域的整体生态修复，并规划了

长达 20年的 60万 km河流修复计划［13］；丹麦自 1985年起开始分阶段实施对斯凯河的 3类生态修复（类

型 I：滩地、深潭的构造、鱼类产卵场的改善等小规模、局部性环境改善；类型Ⅱ：河道内跌水的改

善、鱼道的设置、恢复河流连续性等；类型Ⅲ：恢复河道及其平原地带的生态、理化功能，恢复原

来河道的弯曲形式，在冲击平原地带进行湿地再造等），1985—1996 年进行大量类型 I和类型Ⅱ修

复，1997年至今开始进行类型Ⅲ修复，从点到线，再从线到面，以流域为单位进行规划，有序推进

河流生态修复［20］。

我国对河流生态修复的认知始于 1990 年代，2000—2005 年为我国河流生态修复理念的萌芽阶

段，该阶段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学习国外河流治理的管理理念和生态修复的技术成果，并形成针对我

国河流现状、治理目标及面临问题的学术见解［11］。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 1999年刘树坤［21-23］提出

的“大水利”理论框架，认为河流的开发应强调流域的综合整治与管理，同时注重发挥水的资源功

能、环境功能和生态功能，其访日系列报告中还详细介绍日本在河流开发与管理方面的理念、对策

以及生态修复的思路、步骤、方法和措施等；2003年董哲仁［24］提出的“生态水工学”概念和相关理

论，分析了以传统水工学为基础的治水工程的弊病和对河流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认为在水利工程

设计中应结合生态学原理，充分考虑野生动植物的生存需求，保证河流生态系统的健康。这些早期

的理念引进、理论探讨和治理框架构建为我国后续河流生态修复的实践活动奠定了重要基础。2004
年，水利部印发了《关于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若干意见》（水资源［2004］316号），首次从国家部委

层面提出了水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和主要工作内容，标志着国家水生态保

护与修复意识的全面觉醒。2005年至今，我国河流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河流生

态保护与修复实践在全国遍地开花。2005—2015年，水利部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启动了无锡、武汉、

桂林、莱州、丽水、新宾县、凤凰县、松原、邢台、西安、合肥和哈尔滨等 14个不同类型水生态系

统的保护与修复试点，2013年起水利部大力推动水生态文明建设，先后启动两批 105个全国水生态

文明城市建设试点，通过打通断头河、连通水系、调水补水、生态护岸、污染沟道治理等多种措

施，改善河流生态功能。2014年，环保部印发《关于深化落实水电开发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通知》，

要求深化落实水电站生态流量泄放措施、下泄低温水减缓措施、栖息地保护措施、过鱼措施、鱼类

增殖放流措施和陆生生态保护措施，对受水电开发影响河流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提出了明确的具

体要求。近 10年来，大型水电企业也开始转变水电站运行管理模式，积极通过各类生态环保措施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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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和修复水电站对河流生态的不利影响。例如，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自 2011年至今，通过三峡水

库的人造洪峰调度，连续 7年实施针对四大家鱼自然繁殖的生态调度试验，有效促进了四大家鱼的产

卵繁殖活动；2017年，溪洛渡水库通过操作叠梁门取上中层水的方式，调节出库水温，以促进产粘

沉性卵鱼类（如达氏鲟、胭脂鱼等）产卵繁殖；2014年三峡集团与四川省凉山州签订黑水河鱼类栖息

地保护责任框架协议，将金沙江支流黑水河作为乌东德、白鹤滩水电站鱼类替代生境予以保护。华

能澜沧江水电有限公司于 2012年收购并拆除澜沧江上游支流基独河的四级电站，以保护云南裂腹鱼

等珍稀鱼类生境，通过河流连通性恢复、河流蜿蜒形态多样性修复、河流横向断面多样性修复、浅

滩-深潭结构营造、人工湿地修复和河道内部栖息地强化修复等多种工程措施，恢复支流的自然生态

和鱼类栖息地环境［25］。

在国家战略层面，2012—2013年，国务院相继批复了长江、辽河、黄河、淮河、海河、珠江、

松花江和太湖七大流域综合规划，规划报告中制定了流域一系列控制性指标和流域用水总量控制、

用水效率控制及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规划，明确了不同河流河段治理开发和保护的功能定

位及其目标任务。2014年，发改委印发《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2013—2020年）》，规划中明确提

出保护和恢复湿地与河湖生态系统的要求。2015年，《全国水资源保护规划（2015—2030年）（初稿）》

编制完成，规划报告中明确要求建成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体系，实现水质、水量和水生态统

一保护目标。这些相关规划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水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的初衷，但由于涉及

面广，规划内容较为宽泛，在具体河流生态修复的实施过程中常出现规划落地难或存在偏差等问

题。另一方面，我国迄今为止已实施了大量中小河流、大江大河的河流生态修复工程，其中也不免

存在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盲目治理、或因管理不善导致修复工程验收后荒废甚至较修复之

前恶化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在河流生态修复方面提出专项的顶层设计思路，以指导河流生态修复

规划、修复工程实践和修复后管理等方面工作。

2 河流生态修复的顶层设计思路

所谓顶层设计，是指运用系统论方法，从全局角度，对某项任务的各方面、各层次和各要素进

行统筹规划，落实具体实施手段，以集中有效资源，高效快捷实现目标。换言之，顶层设计是总体

规划的具体化。

本文从事前计划、事中控制和事后管理 3个顶层设计阶段梳理了河流生态修复的相关工作，提出

了针对河流生态修复全生命周期的顶层设计思路和关键技术流程，其逻辑关系如图 1所示。首先，在

事前计划阶段，需要对河流的生态现状进行全面摸底和科学评价，据此确定修复目标和生态修复基

点，然后再制定与当前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要求相适应的生态修复规划。在事中控制阶段，即生态

修复措施的实施阶段，首先需落实各级规划和环评审批文件中涉及的生态环保措施，其次对于工程

措施需要严格控制工程设计、工程质量和工程安全，对

于非工程措施需要审慎控制措施执行规程，确保被修复

河流的生态功能不降低、空间面积不减少、保护性质不

改变。在事后管理阶段，需要对修复后的河流进行适应

性管理，通过建立负反馈机制，不断完善、改进修复措

施和管理方式，确保河流生态系统朝着越来越健康的方

向发展，以达到长效久治的目的。对于成熟且效果良好

的河流生态修复技术与修复模式，应鼓励和探索在其他

河流的推广应用。河流生态修复顶层设计各阶段间具有

上下承接的有机联系，“生态现状评价与胁迫因子识别”

明确了生态修复的起始状态，“生态修复基点和修复目

标确定”给出了生态修复的基准和导向，“生态修复规划 图 1 河流生态修复的顶层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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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确定了修复的优先序和各阶段实施方案，“生态修复措施实施”确保修复工作落地，“修复后适

宜性管理与技术推广”提供修复效果反馈信息，形成负反馈机制，循环调整并逐步完善上述各技术流

程工作。具体各阶段关键技术流程将在下文进行详细阐述。

3 河流生态修复顶层设计的关键技术流程

3.1 生态现状评价与胁迫因子识别 生态现状是生态修复顶层设计的起点，因此生态现状评价与胁

迫因子识别是河流生态修复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对流域生态现状与胁迫因子进行识别，首先需

要对地区的生态现状进行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水文水资源、水环境、景观与地理、生物状

况以及流域经济社会。调查过程中可以运用一些先进的技术手段，例如卫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

无人机航拍等技术，来进行拍摄和空间地理数据的收集。获取数据资料后，需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

理，并且通过数据库和大数据管理平台进行数据的整编、整合。在此基础上，构建不同尺度的生态

健康评价体系，例如流域尺度、景观单元尺度的生态健康评价，河流尺度、河段尺度的河流健康评

价，并识别出生态胁迫因子，或者是生态修复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控制性因子，以便于后续规划和修

复工作中“对症下药”，进行重点整治。生态现状评价与胁迫因子识别的技术路线如图 2所示。

图 2 生态现状评价与胁迫因子识别技术路线

3.2 生态修复基点和修复目标确定 确定生态修复基点和修复目标是目标管理的重要环节，以此

才能有效指导和推进河流生态修复的各项工作。生态修复基点是指河流进行生态修复时参照状态

的定量表述。一般河流生态修复基点的确定是依据河流未受人类干扰或者干扰较小时的健康自然

状态［26］，而河流的健康自然状态往往表现在良好的水质条件、节律的水文情势、适宜的物理形态、

适当的河岸缓冲带和丰富多样的水生生物等多个方面。因此，在确定生态修复基点时应该从反映河

流健康的不同方面制定不同类型的修复基点。再者，对于跨流域河流或者相同河流跨区间（河源、上

游、中游、下游）河段，在河流特性上往往存在显著差异，制定生态修复基点时也需要考虑这些显著

差异的影响。在实际修复基点的确定过程中，发现有些河流在未受干扰或干扰较小时期，监测数据

匮乏甚至空白，导致生态修复基点难以确定。笔者认为，这种缺乏历史资料的情况下，可采用“空间

置换时间”的方法［27］，选择河流特性近似的相邻河流或河段作为参照对象，应用其健康状态良好时期

的数据（历史数据或现状数据）来确定生态修复基点。

河流生态修复的目标主要包括水质改善、河岸带稳定、栖息地增加、生物多样性增加和渔业发

达，同时满足人们美学和娱乐需求［10］。生态修复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在制定生态修复目标

时，应遵循“循序渐进”原则。倘若一条重度污染的河流在制定生态修复目标时，未先要求从根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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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污染物排入并进行水质恢复，而是急于求成、一步到位的要求达到生物种群恢复和生物多样

化，盲目地应用生物措施、引入物种和增殖放流，无疑会导致河流生态修复的效果事倍功半、甚至

失败。

生态修复工作按照“循序渐进”原则可分为 4个阶段：水环境质量保护与恢复、生态需水保障与恢

复、栖息地保护与恢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具体每一阶段制定生态修复规划时应着重考虑的

内容将在后文中进一步阐述。在修复目标确定过程中，首先要根据生态现状评价和生态胁迫因子识

别结果，明确当前生态修复工作的起始阶段。不同阶段生态修复目标应有所侧重，例如在水环境质

量保护与恢复阶段，应侧重于水质类目标；生态需水保障与恢复阶段，应侧重于水文类目标；栖息

地保护与恢复阶段，应侧重于河流物理形态及河岸带类目标；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阶段，应侧重

于生物类目标。而后将生态现状与修复基点相比，量化各指标在现状与健康状态间的差距，将生态

恢复至修复基点的 40 %、60 %和 80 %等水平状态作为不同时期（如 1年、2年、5年等）的生态修复目

标。同时，在生态修复工作的不同阶段可设置控制性目标和引导性目标（例如在水环境质量保护与恢

复阶段，将水质类目标设置为控制性目标，水文、物理形态、河岸带、水生生物等方面目标设置为

引导性目标），将控制性目标作为硬约束，引导性目标作为方向指引，以明确河流生态修复的量化考

核要求，并指明河流生态修复的方向。对于重要河流和脆弱敏感性河流，生态修复基点和修复目标

应尽可能通过水利、环境、渔业、国土等多方行政主管部门和专家会商确定。

此外，在制定生态修复目标时，为了提高公众的参与度，还可采取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相结合的

方式，在专业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为公众和中小学生户外实践量身订制一套定性或者半定量的河流健

康评价指标体系，并制定一些易于辨别的定性修复目标（例如莱茵河生态修复计划明确把大马哈鱼回到

河流作为修复目标［28］，德国 Isar河的生态修复则将在河流中安全游泳、洗浴作为修复目标［5，29］），以此鼓

励公众积极参与到河流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中，促进人们从生态环保意识的“觉醒”向“自觉”转变。

3.3 生态修复规划制定 河流的生态修复需要将整个流域作为整体来进行统筹考虑和战略规划，但

是在实际修复过程中，有限的资金难以对全流域进行全面修复，需要有选择、有重点地对某一河流

或局部河段进行优先修复，这就涉及到修复优先序的问题［30］。因此，在制定河流生态修复规划时，

首先需要从流域层面出发，基于流域生态现状评价和胁迫因子识别结果，建立适当的修复优先序选

择模型，以确定最佳的修复战略和资金分配计划。例如，Bohn等［31］建立了一个基于流域分析技术

的确定修复优先序模型，从区域、盆地、流域和地点 4个生态尺度确定了河流修复的优先权。Petty
等［32］应用河流生态价值权衡方法，计算并确定河流的修复优先序和流域的最佳修复战略。

在确定了河流修复优先权后，进一步根据具体河流或河段生态现状评价和生态胁迫因子识别结

果，确定生态修复工作的起始阶段，制定该阶段及后续阶段的修复规划。上述河流生态修复的 4个阶

段中，水环境质量保护与恢复阶段、生态需水保障与恢复阶段、栖息地保护与恢复阶段以及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恢复阶段之间，具有依次递进、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规划要点。

（1）在水环境质量保护与恢复阶段，需计算河流水域的环境容量和纳污能力，根据水域纳污能力和规

划目标，进行入河污染物控制。（2）在生态需水保障与恢复阶段，需选择符合地区实际的方法计算生

态基流，对规划范围内的生态敏感区（如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提出包括敏感时期需水总量和

需水过程的敏感生态需水需求，实施生态基流和敏感生态需水的保障和恢复措施，如限制取水措

施、设置生态泄流和流量监控设施等。对水库大坝引发的涨水过程减弱、低温水下泄和滞温效应等

问题，应根据下游敏感保护对象要求，制定工程优化调度方案、分层取水措施和生态补偿对策。（3）
在栖息地保护与恢复阶段，对重要栖息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在满足河道行洪能力的前提下，维持

和恢复河道主槽、浅滩深潭结构、河漫滩、河岸带等自然特征，保持一定的河岸缓冲带宽度，维持

和恢复河流蜿蜒性特征，保护和恢复河流栖息地的多样性。（4）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阶段，需根

据流域珍稀、濒危、特有和重要经济物种与生物资源调查结果，确定保护优先顺序，采取就地保护

为主、迁地保护为辅的原则，制定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方案，同时加强管理，防止外来物种

入侵。对处于濒危状况或受到人类活动胁迫严重、具有生态和经济价值的特定鱼类，应制定实施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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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放流方案。

3.4 生态修复措施实施 生态修复措施的实施是河流生态修复顶层设计的实质性进展阶段。落实和

控制修复措施的实施是确保河流生态修复各项战略构想和规划有效落地的重要保障。从宏观控制层

面，首先要落实各级规划和环评审批文件中涉及的生态环保措施。从近几年生态环保措施的落实情

况看，各级规划中涉及的河流生态措施由于缺乏刚性约束，仍存在落地难或修复措施缩水等问题。

而环评审批文件中涉及的生态环保措施由于环保督查和问责力度的加码，河流生态措施落实情况较

好，且呈逐年加强态势。据环保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统计，2000—2017年送审环评审批的 120余水

电项目，落实河流栖息地保护与修复措施的项目占比达 40 %以上（2012年至今该比例已达 100 %），

所涉及的河流修复和保护长度达 5000余公里（其中干流 1000余公里，支流 4000余公里）。因此，抓落

实可在规划和环评等顶层设置可量化的刚性约束，或依托水利部推行的河长制及相关责任人，确保

河流生态修复规划和措施的落实。

从具体工程或措施控制层面，则需把控技术措施的科学合理实施。受损河流的生态修复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技术措施。（1）水质净化与改善措施：包括原位净化和异位净化两大类措施，原位净化

主要通过人工打捞杂物垃圾、向水体投放化学或生物药剂、在水面设置生物浮床和曝气设施等实现

水质净化；异位净化主要采取管道截污、导流，将受污染河水引入人工湿地或污水处理厂处理，以

达到水质改善目的；该方面措施主要适用于水环境质量保护与恢复阶段。（2）生态调度措施：对河流

的水文过程进行丰水期和枯水期的调度，应在满足人类社会防洪和兴利需求的前提下，尽可能兼顾

河流生态系统的最小生态需水要求，同时还需根据生态保护目标（如重要经济鱼类或珍稀特有鱼

类），开展适度的人造洪峰调度，刺激鱼类产卵繁殖；对水库水温分层现象明显的高坝大库，若坝下

河段存在对水温变化敏感的重要生态保护目标时，应采取分层取水措施减缓水温影响；该方面措施

主要适用于生态需水保障与恢复阶段。（3）河流结构的自然化改造措施：通过恢复河流弯曲、生态护

坡改造、恢复河岸缓冲带等措施恢复河流自然形态；通过生态丁坝构建、浅滩深潭构建、人工产卵

场再造等措施实现不同鱼类、不同生命周期和不同环境栖息地的重构；该方面措施主要适用于栖息

地保护与恢复阶段。（4）连通性恢复措施：对效率有限、截断自然基流的引水式电站，或完成历史使

命的小水电，可实行拦水建筑拆除和自然河道重塑治理，恢复河流连通性；该方面措施主要适用于

栖息地保护与恢复阶段。（5）过鱼设施：大坝阻隔鱼类洄游通道，影响上下游鱼类种群交流，可通过

升鱼机、鱼道、集运鱼系统、仿自然旁通道，仿生态过鱼设施等措施，一定程度上帮助鱼类洄游，

恢复种群交流；该方面措施主要适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阶段。（6）鱼类增殖放流措施：依据放

流水域生境适宜性和现有栖息空间的环境容量，明确放流目标、规模和规格，放流对象和规模应根

据逐年放流跟踪监测结果进行调整；该方面措施主要适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阶段。

在这些技术措施的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严格进行过程控制，确保生态修复措施不破坏原有河

流生态系统。对于工程措施，如河流自然化改造，需充分考虑行洪安全，复核雍水水面线，合理进

行工程设计，严格控制施工质量和工程安全；对于非工程措施，例如生态调度，需科学论证生态调

度方案，制定相应电调和水调操作规程，在确保防洪安全和水库运行安全的前提下，审慎执行生态

调度规程。

3.5 修复后适应性管理与技术推广 河流生态系统中，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都存在着

各种反馈，生态平衡是在不断循环反馈的演进过程中达到的。在河流治理与生态修复的过程中，人

为干预的保护措施，是难以一步到位、一劳永逸地达到修复目标的。因此，需要遵循自然规律，通

过适应性管理，建立“胁迫因子识别—修复基点与修复目标确定—生态修复规划制定—生态修复措施

实施—适应性管理（包括生态监测、效果评估、河流管理）—调整（包括重新识别胁迫因子、重新确定

修复目标、调整规划与实施方案）”的循环负反馈调节机制，逐步缩小生态现状与健康自然状态的差

距，使生态系统达到稳定趋好的状态。

适应性管理包括生态监测、效果评估和河流管理三方面内容。生态监测是获取反馈信息的基

础［26］，而反馈信息的获取，则需通过涵盖水文、水质、气象、河流生态水量、污染物排放、重要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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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地和标志性生物等内容的生态监测。效果评估是形成反馈信息的必要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各类生态修复的技术措施层出不穷，如生态流量下泄、生态调度、排污治理、分层取水、生态

河岸带建设、栖息地恢复、增殖放流和过鱼设施等，其实施效果如何、措施是否合适和保护是否恰

当，都缺乏有效评价，从而使河流生态修复工作陷于盲目境地。一些学者强烈呼吁制定必要的修复

效果评估标准或准则，积极开展生态修复效果评估［33-34］。2000年以后，美国平均每年投入 10亿美元

进行河流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截至 2004年底美国共有 37 000多个河流生态保护和修复项目，其中

仅有 10%左右项目进行了监测和评估，由此失去了吸取经验教训的宝贵机会［35］，可见河流修复工作

中，长期生态监测和效果评估的重要性。河流管理则是整个循环负反馈机制的驱动力，目前环境影

响评价中的验收环节、后评价要求和正在逐步推行的许可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适应性管理提供

了制度保障，此外还需要进行必要的法律法规建设、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监督与考核机制建设、监

控和应急能力建设、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

在适应性管理过程中，对于修复效果良好的先进成熟技术，应列入推广计划，鼓励技术创新和

技术推广，推动河流生态修复工作不断进步和发展。近年来，在国家“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从水

利主管部门到科研院所和生态环保企业，对河流生态修复的技术创新和技术推广都投入了越来越多

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河流生态修复技术也从研发阶段逐渐步入推广阶段并走向市场。据水利部科技

推广中心统计，2011—2017年，通过水利部科技推广计划项目及水利技术示范项目两类专项项目扶

持的河流生态修复推广项目共计 18项，总计金额超 2600万元，推广项目数和资金扶持力度较 2010年

以前大幅增加。2013—2017年，通过科研院所和生态环保企业自主申报，在水利先进实用技术重点

推广指导目录上进行推广的河流生态修复技术合计达 66项，且呈逐年递增趋势。然而，这些专项扶

持和自主申报推广的生态修复技术多集中于水质净化和河流结构自然化改造两个方面，且尚无较为

成熟系统的推广模式。因此，在未来相关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方面，应鼓励其他类型生态修复技术

的创新和推广，鼓励组建多种形式的生态修复技术创新与转化联盟，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在

政策上进一步扶持和加强河流生态修复领域共性关键技术的研发和成果转化。对于较为成熟且修复

效果良好的生态修复技术和研究成果，应鼓励在多种类型河流中进行先行先试，探索在其他河流的

推广应用模式。

4 问题与展望

我国河流生态修复工作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1990年代至今短短 20余年，我国河流生态修复

工作先后经历了萌芽、全面觉醒和快速发展阶段，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纵观国内外河

流生态修复的发展进程，对比相关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发现我国河流生态修复工作仍存在如下问

题，未来仍需进一步深入探讨与完善。（1）生态监测体系非常不健全。目前，我国已建立较为完备的

水文、气象监测网络，2010—2015年期间也基本建立了覆盖全国主要水体的水质监测网络，重要水

功能区监测覆盖率达到 80 %以上，但是与河流生态修复息息相关的生态监测体系仍未形成监测网

络，鱼类、藻类、底栖动物、栖息地地形流场等数据的监测多依赖于科研性质的短期测量，远未实

现常规监测目标。在未来工作中迫切需要建设常规的生态监测网络，开展长期生态监测工作，掌握

河流修复后的动态演变过程。（2）流域生态修复与局部生态修复之间缺乏统筹规划。在经济发达地

区，河流生态修复存在过度投资或重复投资现象，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有限资金又难以使污染河流

有效恢复。在未来河流生态修复规划中，可以考虑以流域为单元进行修复优先权排序与资金分配，

在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使河流生态修复资金在全国范围内有的放

矢，用于刀刃。（3）生态修复效果评价体系尚不健全。目前我国在河流生态修复方面采取了很多生态

环保措施，例如分层取水措施、生态调度措施、生态河岸带建设等，但是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缺乏

科学评估，有些措施甚至在效果并不清楚时就大规模地推广应用，从而造成大量资金浪费与重复建

设，甚至重复犯错，因此迫切需要建立河流生态修复的效果评价体系，科学评价各类生态环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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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4）适宜性管理机制尚不健全：目前我国河流生态修复工作普遍缺乏适宜性管理，很多修复

工程验收完工后常因为管理不善而荒废，因此急需建立河流生态修复的负反馈与修正机制，不断吸

取经验教训，改进和完善河流生态修复措施和管理机制，实现河流生态修复的长效久治。

5 结语

近年来，我国河流生态修复大力发展，但实际修复工作大多是以生态环境问题为导向，以专项

修复工程为推动，缺乏规划层面的顶层设计，继而常导致修复目标单一、修复实践盲目、修复工作

不成体系等问题。本文通过文献梳理与分析，提出了“生态现状评价与胁迫因子识别—生态修复基点

和修复目标确定—生态修复规划制定—生态修复措施实施—修复后适宜性管理与技术推广”这一流程

式的河流生态修复顶层设计思路，并通过适应性管理调整前述相应流程，形成良性循环的负反馈调

节机制，逐步缩小生态现状与健康自然状态的差距。结合国内外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详细阐述了

顶层设计过程中的关键技术流程，提出了生态现状评价与胁迫因子识别的技术路线，生态修复基点

和修复目标的确定方法建议，不同阶段生态修复规划的要点，不同阶段生态修复的适用措施，生态

修复的适应性管理构架以及“产-学-研”协同创新和先行先试的推广导向建议，以期为河流生态修复

的规划和方案设计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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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ought on top-level design of riv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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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iv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in China has been rapidly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a special top-level design in macro strategy to guide the restoration work. To address this
issu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thought on top-level design of rive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by combing and
analyzing previous literatures and case studies. This thought contains series of key technical processes as
ecological status assessment and identification of stress factors， the determination of restoration base point
and target， restoration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adaptive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promotion after restoration. The key techniques and implementation suggestions are expounded in
detail based on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result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The results can provide the⁃
oretical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lanning of river， restoration practice
and post-restoration management.
Keywords：ecological restoration；top-level design；key technical processes；adaptiv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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